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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革下的师生关系 

——以清末四川新学为例 

石峰波
1
 

【摘 要】：清末是四川近代教育体制逐渐建立的关键时期,也是传统师生关系向近代师生关系过渡的初始阶段。

通过对清末四川新学师生关系的考察,我们发现,这一时期在新式学堂里的师生关系呈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如师生平

等思想的传播、学生群体意识的觉醒等,有助于在新教育体制里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

苗头,如学生过分关注自我、摒弃“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等,对后来师生关系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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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关系是传统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对关系。至 1911年,各级新式学堂已经在全国普遍设立,推动了传统教育迅速向现代教

育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中一对最基本、最核心的关系——师生关系也经历阵阵剧痛,从传统向现代渐变,

其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于师生关系的研究多关注于当代教育和传统社会中的师生关系,对清末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师生关系关注较少(1)。清末四川相较沿海地区,社会风气比较“顽固”,“新政”起步也较晚,但四川的新式教

育的发展程度却在全国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1)。到宣统年间,四川地区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新教育体制,新式学堂取代传统私塾

和书院成为正规教育的主导形式。在清末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四川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区。对清末四川地区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

转变过程中师生关系的演变进行梳理和分析,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面向,亦可反观清末四川地区的社会转型,对近代四川地区的

社会有更为深刻的了解。 

一、学校日益制度化与官僚化对师生关系的影响 

较之于传统的私塾和书院教育,清末新式学堂的制度要严密得多。由于是政府主导下的学制改革,新式学堂在创办伊始就有

着严重的官僚化倾向。新式学堂的规模较传统私塾、书院更大,人员、管理都更加复杂,因此,需有一个基本的秩序来维持教育活

动的正常进行。在晚清新式学堂建立的过程中,清政府的教育改革虽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还是有了一个大而统的规划,在师生关

系方面,也大致限定了教师和学生双方的权利界限。 

这一时期的新式学堂由政府设立,而教师又受学堂委托代为管理学生,因此,在新式学堂建立之初,教师可以看作是代表政府

来管理学生的。清政府要求学生除学业之外,不得违反政府的法令法规,“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2)。因此,教师对于学

生而言,还代表国家政权在学校的延伸,有一定的强制性和不可抗拒性。在传统教育中,教师有着代替父亲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权力,

分担了部分父权,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的全部职责。但是,在新式教育中,学生要修习许多科目,科目之间的分野使得教

师的知识越来越专业化,不再像过去一个教师就负责学生的全部功课,而必须找不同专业的教师分担不同的科目。(3)由于不同科目

的划分,学科制度越来越规范化,导致教师的知识越来越专业化,其自身也越来越职业化。教师对学生的了解囿于专业的限制,只

关注学生在本专业内的表现,学生学业成绩越来越成为教师的关注对象,并且,同一学生在不同老师的眼里会有很大不同,如李劼

人《死水微澜》里的伍安生,由于在不同学科的不同表现,各学科教师对他的评价就不同,有的认为他蠢笨,也有的认为他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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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统教育中一个教师的责任被几个科目的教师分担,对学生的管理也分散在不同教师手中。甚至教师学堂里还专门有负责学生

操守和行为的老师,使得一般教师对于学生除了本科目以外便不再负有责任,与学生的个人关系也日渐削弱。对于学生而言,不同

的科目都会有新的老师,学生对教师的依赖程度也逐步降低。 

随着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教育规章制度逐渐完善,教师管理学生也越来越制度化。(5)教师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来管理,对于

规定之外的事情有时虽加以管理,但整体上已经不如过去塾师对于学生的全面管理,一方面,相较于过去教师随自己性格或以地

方风俗管理而言,新式学堂改变了一些教师管理学生的做法和观念,如学生不犯学堂制度上规定的错误,学校就不能随便处理学

生;即使学生犯了错,也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对学生而言,学堂最大的处罚就是退学,清末学堂章程就规定:“一,学业不尽,难期

成就;二,困于疾病,不能勤学;三,学期实验,二次不及格;四,不尊定规,屡饬不改。”(1)也就是说,学生只有犯了如上规定才能被黜

退学。虽然在清政府制订的章程里我们很少看到学生的权利,但起码明确了教师的权力和学生受惩戒的权限,使得教师不能再随

意处置学生,如果学生不违反学堂章程的规定,教师对其不满也不能随意处置。 

按章程规定,新式学堂规定不准体罚,在传统教育中,“扑作教刑”是教育的基本方法之一,体罚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是和私

塾、塾师相始终的。(2)郭沫若曾提到他的私塾教师的刑具是竹片,“非正式的打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的乱打;正式的打法是打

掌心、打屁股”(3)。但是,在新学堂中则“扑作教刑的古制已经废除”(4),李劼人《暴风雨前》中的田老兄也说“可恨不是私馆,

不作兴打人”,而在新学堂“风气如此,学堂里不作兴打人,我们怎好立异呢?”(5)郭沫若也有类似的叙述,有一次学生代表和学校

易先生谈判时,易先生打了一个学生一巴掌,“我(郭沫若)忍不住了。‘易先生,你这未免野蛮!’——‘是的,野蛮!野蛮!’,窗

外的人同声的叫起来了。——‘野蛮校长!野蛮校长!——哪有文明时代还要打学生的!’”(6)清末部分激进人士将杀人、打人等

都斥之为野蛮,“没有人道”“蔑视了学生的人格”,可见新式学堂里教师打学生已经不再被视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而是被视

为一件野蛮的行为。既然不能打人,学生犯了错也只能按照规章制度处理,教师对学生的约束力就大大降低。(7)教师也不得不用较

为缓和的方式来教育和说服学生服从管理,如找学生聊天,进行心理辅导,或是谈判等,这些方式显示了对学生人格的尊重,也使

新型师生关系初现端倪。 

此外,学校管理制度化的同时,官僚化也是新式学堂的重要特征。新式学堂中“凡副办、教习、文案、收支、监督等员,均受

考成于总理”(8),教师除了面对学生外,还必须对学校的“总理”负责,所以,在学生和学校对立的情况下,教师如果想保住饭碗的

话就必须偏重于学校也就是管理者一方,成为学生的对立者。学校组织也越来越官僚化,按清政府所办的章程规定,在学校设官与

教习。将学校的不同职能划分给不同的人来处理,最后统一于学校的总办(或是校长)。分工明细,明确个人的职责所在,有利于办

事效率的提高。但是,清政府制定的划分学校各项管理的权限并不完备,因此也留下了学校里官与官、官与教习、教习与教习冲

突的空间,充斥着权力争夺的味道。如 1905 年隆昌县高等小学堂学校校长与学务局的冲突。(9)及至民国,党派之争进入到学校之

后,学校的纷争更是复杂。学校组织的官僚化与学校里的教师在权力争夺中的种种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形象,降低了

教师在学生心中的地位。 

二、“师道尊严”观念在新式教育中受到冲击 

自西汉儒家独尊的地位确立后,传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也逐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强调“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

父”等,教师是“道”和“礼”的化身,而非简单的知识性教授者,因此对教师自身的道德水平要求也比较高。在教育活动中,教

师占据主导地位,学生听从教师的教导便是,教师对学生而言有比较高的权威。因此,师生关系不仅是一对教育关系,还是一种社

会关系,学生不能与教师平起平坐,更不可能跃居教师之上。但“降及清代,世风日薄,师道亦随之坏”(1)。其实,在晚清新式学堂

兴办之初,教师仍然处于一种比较高的位置,在新兴的学堂里,学生见教师要有复杂的礼节。(2)在时人的言论中,我们也可以看

到,“教育者,最高尚最神圣之职务,故以教育为职务者,不可不择有堪此能力及品格高尚、言行端正者”,要求教育者精神上“心

神之活泼、学艺之练达、德性之躬行”(3)。可见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教师的要求之高,或者说这是清末时人对教师的期望。 

然而,事实很难令人满意,新式学堂教师质量较差是清末新式教育的一个无法解决的弊端,抱怨新式学堂教师质量差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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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比皆是。(4)诸如国文学科是从传统教育分化出来,或是本身就和传统教育有很大关系,一般都由有科举功名的名儒来担任,教师

质量尚可。但是一些新兴学科的教师,就很难令人满意了,由于聘请外国教员和留学生较少,一大部分教师都是来自各级速成师范

学校的师范生。
(5)
由于自身学习时间就比较短,很多人又不专心学习,加上速成师范学校的师资也比较薄弱,因此这些速成师范生

本身对教育就不甚熟悉,知识水平存在很大问题。以当时在四川最好的新学堂之一——重庆府学堂,“教育学、心理学由日本速

成师范生来教,而这些先生又通通是把日本教员的课本拿来重抄一遍”,“物理学、化学,由京师大学堂一个师范毕业生来

教”,“但当时我们对于物理化学先生的印象比这个(指心理学教员)还要坏”(6),这些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和国内最好的学校毕

业的学生尚且如此,其他简易师范学堂毕业的学生质量就可想而知了,这在郭沫若的《少年时代》屡见不鲜。(7)教师自身的知识水

平不足,也就失去了其最基本的使学生听从的能力,很难赢得学生们的尊重。 

传统社会中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受邀而来,而非近代意义上的聘任制度。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行为准则的一个要点即《礼

记》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要别人先表示了‘向学’的愿望且肯拜为师,然后才鼓励教诲之,主动向人输出知识,即是‘好

为人师’,这样的行为是不被提倡的。”(1)自古以来,就有“程门立雪”等拜师故事,主动教授别人则被视为自大行为。(2)过去的

私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专馆,由地方乡绅在家族延师设馆,专教本族子弟,这一类教师待遇自然较高;另一类是私馆,由

塾师自己设馆,招收学生,即使是后一种塾师自开私馆,学生上学也是去“拜师”,得跪拜贽敬,即拜师送礼。(3)而新式学堂则不然,

学校由政府举办,(当然也有很多地方办学,但教职员的任命是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教师的任命权也掌握在由政府委托的学校管

理人员手中,“教习由学堂堂长任命”(4),或是直接由政府任命,如《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就有规定:“凡大学各学科有增减、更改

之事,各教员次序及增减之事,通儒院毕业奖励等差之事……由总监督定议”(5)。在新式学堂中,教师是由学校聘任而来,学生也由

学校招生而来,教师没有选择学生的权利,学生也不再具有择师的权利,两者都是通过学校(背后是国家)这个“中介”才到一起

的,所以也基本上服从于学校的安排。教师为了工作,学生为了更好的一个前途,学校成了学生和教师实现各自利益的地方,这对

于师生关系也是一种疏远,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师道尊严”的师生关系。 

三、新式学堂中,教师地位降低,学生地位逐渐上升 

传统师生关系中,教师处于绝对权威,学生处于从属地位,在清政府制定的新式学堂章程中,可以看到清政府依然试图保持这

种关系,从新学堂一系列的礼仪中努力彰显学生对教师的尊敬。(6)但新式学堂的建立,使得师生关系由传统的权威性向近代民主平

等的师生关系发展,在教育活动中呈现的是教师地位在不断下降,学生地位逐步上升(由于政治的混乱导致的畸形无序的现象),

与教师平等对话的权力力量增加。 

新式学堂多实行班级制度(7),学生也多为寄宿生,因此,学生之间的交往就明显增多,使得学生越来越发现自己是一个群体,尤

其是在一系列与校方的冲突中更明显的体会到这一点,从而促进了学生群体意识的觉醒。虽然单个的学生相对于教师而言,力量

尚显得比较弱小,而一旦学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群体,并有意识的强化这种认同,那么其与教师的对抗能力相对以往个人与教师

的冲突而言,其实力就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教师的去留。郭沫若在嘉定中学时,因一个很简单的辣子事件,

丁学监指责学生侮慢师长,居然将该同学挂起了斥退牌,引起了学生们的公愤,这场冲突最后以丁在暑假里的猝死而结束,学生反

而没有受到什么处置。(1) 

虽然清末教师与学生的冲突中绝大多数都是以学生的失败而告终,学生被记过或者斥退,甚至送入监狱,但是,我们也可以发

现,学生在学校的权力则是不断在扩大,尤其是清末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对学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就师生关系方面,学生

独立人格的意识越来越强,维权意识也越来越强,在与教师的斗争中,他们发现自身联合起来,可以形成一个不可攻破的堡垒,产

生巨大的力量,从而达到与教师甚至学校、政府来抗衡的目的。但是,也给了某些学生报复教师的机会,如重庆府中学堂的刘吉晖,

因“性情刚直,说话态度认真,要求所讲的立即见诸实行”,因此“一些自由散漫”的同学以“不方便于己而加以反对”,终于,

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逝世的“国丧”期间,被学生举发违犯“国丧礼制”愤而辞职,竟然忧伤抑郁,呕血病复发而死。(2)随着国外

教育理念的陆续传入,新式教育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学校的规章制度越来越强调保护学生的权利,限制教师的权力,学校教学

与管理的分开,对教师的权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削弱,越来越把教师变成一个职业的“教书匠”,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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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约,甚至有时不得不讨好学生以保存自己的饭碗。一个日本教习曾在自己的游记中提到“学生罢课,每次必定获胜,达到目

的。学堂以学生为本,任何事情都以学生的要求。教习的一举一动都得看学生的脸色……与这个国家的主权一样,学堂的主权也

极其轻微。其教育既仁道又压制,动不动就依从学生,任其为所欲为”,末了,该日本教习还提到,“这绝不是真正的教育”
(3)
。我

们当然不可能凭借这一条材料就可以说师生在学堂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变,但基本可以支撑学生在学校权力不断扩大的

事实。至民国期间,师生在学校的主体地位发生变化,学生逐渐成为学校的主体,学校其他一切工作人员都是为了学生服务的。
(4)“‘学生自视极尊’及教职员‘反客为主’,甘愿‘听学生指挥’这样的‘奇异之举’,正体现出民国知识分子自身走向边缘

后‘教师跟着学生跑的时代趋势’。”(5)并且,如果学生对什么不满,就以罢课、闹学潮相威胁,使得教师不得不屈从于学生、随

着学生走,出现了教师和学生的“权势转移”的现象。 

四、革命思潮影响下的教师内部分裂 

清廷兴办新式学堂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此前提下进行改进,实现“忠君、尊孔与尚公、尚武、尚实”这五

端,实为清政府兴办学堂所要达到的目的。(6)而且,以往清政府主要通过科举来选拔国家官员,科举一旦废除,国家选拔人才的渠道

中断,清政府就给予新式学堂毕业学生以功名(7),一方面可以为国家选拔官员,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加强对学生的控制。 

但是,新式学堂开办之后,就不由着清政府的意愿来发展了。尤其是 20世纪初清政府的统治风雨飘摇,虽然在 1911年以前革

命党的一系列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但是革命思潮却不断传播。有研究指出,控制学堂是革命党在四川的重要活动之一(1),虽然还有

许多学生为了自己的功名前途而反对革命,革命党控制学堂的效果也比较有限,但革命党及其革命思想在学堂的不断发展还是影

响了一大批的学生,如张颐进入永宁学堂不久就“思想突变”,倾向革命
(2)
。并且,许多学生在学堂就不顾禁令,阅读进步报刊,如

徐堪,1906年考进成都通省师范学堂,但入学后,“常与同学议论国家大事,对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十分不满,同时经常阅读

《新民丛报》《民报》《浙江潮》及《革命军》等书刊,思想逐渐倾向革命”。(3)此外,许多革命者从学堂毕业之后到学校出任教习,

继续宣传革命,从而影响了更多的学生。如萧德明,在闹学潮时遭当局镇压,愤而辞职,回到家乡大竹任教员,继续宣扬革命思想。
(4)可见革命思想在新式学堂里传播之快,许多人就是在学校里接受革命思想并参加同盟会而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学生成了反清

政府的重要力量。 

在革命思潮不断向学界深入的情况下,许多不太激进的或是依附于清王朝的教师便逐渐失去了学生们的尊敬,而一些激进的

教师则日益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如徐烔编的修身教科书,“主要是根据当时清王朝所公布的忠君、爱国、尊孔、尚忠、尚实等教

育宗旨加以发挥”,“又掺杂了些戊戌以来的维新变法改良主义思想,写得文章华采,笔墨生动,颇能投合当时没有政治头脑的一

些青年学生的心理,起到一些启蒙作用”,但是,由于一次运动会中徐氏“站在官府一边,于是大为青年所鄙视”(5)。总体上来说,

新学堂的学生实际的成长与清政府的预期相去甚远,和清政府的离心力越来越大,一些教师在清政府与学生的对立中如果偏向清

政府,则被学生们视为专制政权的一部分,与学生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走上对抗的道路。而另外一些激进的教师,则越来越受学

生欢迎,如在前述这场运动会冲突中的刘行道和杨庶堪等,站在学生一边据理力争,因而越发的受学生爱戴。
(6)
 

许多教师作为革命党人,向同学们传递新思想,宣扬革命,得到了学生们的拥护,张培爵、杨庶堪、谢持、龙鸣剑等许多革命

者就曾是学校教员,一来掩盖自己革命党的身份,二来进行革命宣传,扩大革命思潮在学生中间的影响。周太玄“在石室中学读书

时,校长兼历史教师的刘士志先生,就曾对他灌输以进步思想影响,在刘的指引下,他读到许多从海外寄来的宣传革命的刊物。他

少年时代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就有深厚的造诣并倾向民族民主革命,都为其家学渊源和师长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7)
许多教师因

宣传革命被开除后即被聘到他处,这与清政府的规定被斥退的教师不得再任教师的规定不符,但在师资力量缺乏的情况下,加上

清政府对学校的控制日渐松弛,学校的自主权逐渐变大,致使清政府的规定在执行中不得不大打折扣,如谢持曾为富顺县第二学

堂监督,后参加同盟会,在一次起义中事泄,后又在重庆以巴县女子师范学堂教师作掩护继续宣传革命思想(8)。一些比较趋新的教

师进入学校后,与相对保守的教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由于革命思潮的继续传播,学界表现的也越来越激进,思想比较趋新

的教师就比较受学生们的欢迎,而一些比较守旧的教师则不被学生们所喜,重庆府中学堂的徐炯和杨庶堪、刘行道就是一个比较

好的例子。这样,教师内部也分裂了,当学校因一些学生过于激进而将其开除时,就会遭到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教职员的反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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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教师开始走向了与学生联合的道路。(1) 

但是,作为“特别指出”,陆殿与提到,“(重庆府中学堂)是同盟会会员在主持,也是同盟会的一个秘密指挥机构,因此被聘

来教修身和经学的人,大都在当时是思想比较开明进步的开明绅士,而不完全是宣传封建道统的遗老,这是和当时一般学校不大

同的”(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守旧人士在当时四川地区学校还占有一定优势,并且,当时速成师范毕业生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半

年或是一年的培训很难使他们获得一个全新的头脑,这是我们讨论这个时期新式学堂里师生关系不得不注意的一个问题。 

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清末 1901—1911 十年间四川地区的师生关系相较于传统师生关系有了较大的转变,出现了一

些过去所不曾有过的现象,如“师道尊严”观念的日趋式微、师生地位的此消彼长等。许多现象昭示了传统师生关系向现代师生

关系的过渡,如师生民主平等思想的发展等。但是也有那个社会转型过程中独特的乱象和无序,如随着学生权力的增长,学生不再

像过去一样尊重教师,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民国期间并有扩大的趋势,在摒弃象征专制统治(3)的“师道尊严”的同时也丢失了

“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学生过分的自我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秩序的正常进行,抛弃了一些本来传统师生关系比较优

秀的东西,对后来师生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1901—1911 年是师生关系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关键时期,但是,这个转型却并非一帆风顺,出现了许多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师

生关系的现象,即革命思潮下部分师生关系的联合,这种联合不同于其他时期部分教师对学生处置意见不同所导致的分裂,而是

在当时趋新与相对保守相对立的一种时代现象。教育体制在这十年基本完成了转型,虽然其后教育体制也不断在更换,也不过是

在近代教育体制内的不断演进。而师生关系则不然,十年间的师生关系固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却并不如教育体制向近代转变表现

的明显,教育体制可以学习西方现成的制度并将其照搬过来,但师生关系就要复杂得多,如前所述的那些乱象和无序说明了近代

社会尤其是思想观念转变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师生关系的这些变化,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出相当复

杂的状态,新旧杂糅、传统与现代纠葛、中国与西方的交融和冲突,无论是对理解近代社会还是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都有其价值

所在,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们对近代社会的变迁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注释： 

1桑兵在考察晚清学堂学生和社会变迁时认为 1905年以前,学堂守旧的教职员是学生本能反抗的主要对象;而 1905年以后师

生联合趋势出现;(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邵晓枫认为晚清至民国各种新旧师生

关系思想交锋激烈,师生民主平等思想迅速发展;(邵晓枫:《百年来中国师生关系思想史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

刘继青指出近代师生关系的畸变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新式教育疏远了乡土社会,师与道日益分离;另一方面近代新式教育使师生关

系呈疏远甚至对立趋势;(刘继青:《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师生关系畸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罗志田也曾提到

近代师生关系在传统和现代的纠葛上也出现了师生间的“权势转移”;(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

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8页)陈默认为四川新式中学堂的师生关系带有强烈的传统色彩,新学制和旧师生之间并不兼容,

成为清末教育改革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陈默:《新学堂里的旧师生——以清末四川新式中学堂为例》,《历史教学》,2011

年第 22期。) 

2按照提学使署保存的记录,全省男生学校共计 11224所,学生 338078名;女生学校 163所,学生 5660名;男女教员共计 15291

名,外加校长和监学人员 7600名。(《重庆海关 1902年-1911年十年调查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

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1 辑),1964 年,第 236 页。)学堂总数仅次于直隶居全国第二,而学生数、教员数则

居全国之首,(《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表》,转引自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 140-141页)此外,留学生比例在全国也

占重要位置。(熊明安主编:《四川教育史稿》,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 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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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颁布上谕,严令学生‘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如有废弃读经讲经功课……一并重处,

绝不姑宽’。彭县将上谕公布于学校,并印在学生毕业文凭正面。”(见四川省彭显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彭县县志》,巴蜀书

社,1991年,第 715页。) 

4 虽然在不同的阶段会开设不同的科目,但是很显然无论哪个阶段任何一个教师都无法胜任所有学科,如以中学堂为例,开设

的科目分十二: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东语、英语或德语、法语、俄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

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见《奏定中等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1991年,第 318页。 

5李劼人:《李劼人选集》(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 361-362页。 

6虽然一些学校人数比较少,教师也肩负着对学生的管理职责,但是一般学校而言,都设置了监督、教员、掌书、文案、会计、

庶务、学生斋舍者等来分担学校不同的管理事物,这种分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校管理效率的提高,但学校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

的职务,在清末衙门习气盛行的学堂里,也是学校一些人员争权夺利的原因。 

7(8)《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 259-260页,第 259页。 

8何域凡曾对私塾的体罚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见何域凡《私塾回忆》,《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6辑),第 179-180页。 

9(4)(6)郭沫若:《少年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 31页,第 63页,第 80-81页。 

10李劼人:《李劼人选集》(第一卷),第 362页。 

11也有资料显示,新式学堂里的体罚仍是很常见,《金堂县志》就记载清末新式学堂“教育管理上仍使用体罚”。(见四川省

金堂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金堂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738页),熊安明的《四川教育史稿》也提到“但直到

宣统年间,学堂对犯过、逃学、成绩差的学生处以罚站、罚跪、打手心、打屁股之类体罚仍然是普遍的”。(见熊安明:《四川教

育史稿》,第 220页),但本文主要指教育中出现的新现象,并且在以后教育活动中日益发展的新式教育管理方法。 

12《学务处批隆昌县高等小学堂学校校长禀报情形一案》,《四川学报》光绪三十一年十九册。 

13朱元善:《教育风潮论》,《教育杂志》1913年第 4号。转载于邵晓枫:《百年来师生关系思想史》,第 27页。 

14在在制定学校章程条规里的堂规时,规定拜完至圣先师后,“学生向总教习、副总教习、总办各员各三揖退班”;“学生平

日见管学大臣、总教习、副总教习、分教习,皆执弟子礼”。(见《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 年 8 月 15 日)》,《中国近代教育

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 250页)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式学堂废除了学生对教师的跪拜礼,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在考察近

代师生关系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15《教师之资格》,《四川学报》光绪三十一年第十七册。 

16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师资力量就比较高的,如富顺县,“对教师的任用十分严格。监督(校长)由省劝学道根据地方推荐的德

高望重的、具有科举出身的学者加以委任。如县官立中学堂第一任监督廖正华,就是翰林院检讨出身,曾任武昌知府、具有维新

思想的学者。中学教师由监督负责选聘、具有社会影响的举人、贡生外,都是高等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的毕业生。”(见四川省

富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富顺县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 533页)但是,富顺县在四川属于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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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能够配备质量比较高的教师,但在其他地方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并且,其县志也提到“高等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的毕业

生”,而这些毕业生的质量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即使如富顺县的材料,也要打一定的折扣,那个时代的师资力量还是比较让人

担忧的。 

17《奏定任用教员章程》(光绪二十九年),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年,第

344-347页。 

18任鸿隽:《前尘琐记——叔永廿五岁以前的生活史片段》,张明园等:《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1993年,第 142页。 

19 如郭沫若小学里的数学教习帅平均,到过日本留洋的学生,但是算术真是可怜“演起题来差不多连加法都要弄错”;在嘉

定中学的教师的地理教师不辨东西南北,用八卦来辨方位,而把许多原本很简单的知识给讲错,英文教师写的根本就不知道是不

是英文;分别见郭沫若:《少年时代》,第 64页,第 95页。 

20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思想、社会与学术》,第 23页。 

21 这方面表现最最明显的就是韩愈所作的《师说》,虽说韩愈生活在唐朝,但“好为人师”被视为一大缺点却一直延续到清

末随着新式教育的聘任制教学才有所改观。 

22四川省城口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城口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649页。 

23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宜宾市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 526页。 

24《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 389页。 

25 在 1902 年得钦定各项学堂章程中都专设礼仪一章,讲述学堂中的礼仪制度,其中也有学生见到教习的礼节,以强化学生对

教师尊重的观念。 

26《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曾提到“高等学堂之学生班数,每一班至多不得过四十人”,可见实行的也是班级制度。有学者

指出,“正规的学堂都仿欧美实行班级授课制”。(见熊安明:《四川教育史稿》,第 219 页)《绥江县志》也记载“清末的新学,

遂改个别教学为班级教学制”(见绥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绥江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 398页)《德阳县志》

也载“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将以前的个别教学,同一学级者,讲授时同为一班。从此,课堂教学便成为学校教学和基本组织形

式。”(见四川德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德阳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736页) 

27郭沫若:《少年时代》,第 108页。 

28陆殿与:《清末重庆府中学堂的修身课和经学课》,《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5辑,成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

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1964年,第 224页。 

29[日]中野孤山著,郭举昆译:《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上海:中华书局,2007年,第 146页。 

30参见邵晓枫:《百年来师生关系思想史》,第 78-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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